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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 的红色音乐是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具有政治属性和

阶级斗争内涵的革命音乐。 在宏观历史和时代的经纬交合点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实

践与本土民间文艺、 外来艺术相互碰撞、 彼此交融， 促成生生不息的民间音乐在革命斗争的历史语境中投

射于现实， 此种嬗变之下， 其性质和功能也产生了转化， 本质上成了革命传统与历史逻辑的相互交织、 文

化传统与政治逻辑的相互契合， 堪称文化再生产的典型事例。 在功能和影响上， 这一特定阶段的红色音乐

发挥了强大的斗争用途和战时功用， 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 也是 “国家在场” 的预

演， 同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音乐文化的历史坐标和学理源泉。

［关键词］ 中央苏区； 红色音乐文化； 斗争场域

［中图分类号］ Ｊ 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８８９Ｘ （２０２４） ０４⁃００８５⁃０８

一、 引　 言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认为，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一

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

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 ［１］， 中央苏区客

观上形成了一个由苏区文艺政策、 文艺团体、 艺

术家、 民间歌者、 宣传工作者和受众等各种社会

关系形成的一个 “场域”， 它不单指具体的、 物

理化的 “场地” 或 “环境”， 而是抽象的社会空

间和网络， 是看似无形却包含着传统和当下各种

“关系” 的融汇， 在不可逆转、 不可阻挡的社会

历史发展中， 红色音乐无疑在这个历史特定的场

域中发挥着解构旧的惯习、 形塑社会新秩序的

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 闽粤赣边区轰

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源头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在土地革命的现实场

域中， 受到了革命战争现实需要的积极驱动， 区

域音乐和外来音乐互相渗透、 互为作用， 进行了

富有创新性、 创造性的融合发展， 孕育了红色革

命音乐。 这种艺术化的文化濡化在实践中促成了

区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呈现出传统与现实、 历

史与当下、 地域与全局、 个体与社会的复杂性交

织， 使红色音乐文化成为促进革命斗争发展的重

要元素，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闽粤赣传统社会遭遇的
时代变革

　 　 闽粤赣交界地区是传统客家族群的聚居地，
由于多为丘陵山地， 呈现出 “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景况， 在封建社会时期具有显著的农耕文化特

征， 社会经济发展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 自给

自足的手工业和自然经济为主， 长期的保守经济

和对外交流的缺乏导致社会发展的迟滞和落后，
以宗法制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式生产关系长期

占据主导地位。 客家社会中的名门望族重视耕读

传统， 而普通百姓无法获得有限的文化教育资

源， 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文盲占比极高。 ２０ 世

纪初，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 运动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影响， 新思想、
新文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 文艺新风也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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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涛中荡涤着闽粤赣大地， 动摇了闽粤赣客家

传统社会的根基。
（一） 革命意识的觉醒引发了闽粤赣底层

社会的斗争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残酷地盘剥着底层民

众， 闽西赣南粤东北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

食不果腹、 毫无尊严的悲惨境况， 具有先进思想

和革命精神的各地进步青年组织各类读书会、 创

办各种刊物宣传革命思想， 如江西南昌的袁玉冰

创办了 “鄱阳湖社” （后改名为 “改造社”） 和

《新江西》 刊物， 方志敏和赵醒侬创办 “文化书

社”， 宁都的连政公创办 《孤灯报》， 吉安的宋

大勋等倡导成立 “吉安青年学会” 并创办 《吉
光》 《吉安青年》 和吉光书店、 平民夜校等； 粤

东北梅县刘雪松创办 “联益书社”， 兴国、 赣

县、 寻乌的许多青年前往北京、 上海、 广州甚至

国外求学， 寻求救国之道和革命真理； 邓子恢在

龙岩创办 “奇山书社” 和 《岩声》 月刊宣传马

克思主义， 发行六七百份， 影响周边几十个县；
邓子恢、 郭滴人、 张鼎丞等在家乡组织读书会、
平民夜校等， 长汀汀雷书社的 《汀雷》、 永定县

的 《雷鸣》 《赤花》、 龙岩县的 《改进》 ［２］； 刘

琴西在粤东北组织青年联合会创办 《紫金山小

报》 《救国周刊》 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工农群众的思

想觉悟得到极大提高， 闽西赣南和粤东北各地的

共产党组织、 苏维埃政府也随之先后建立， 到

１９２７ 年， 各地党组织和党员数量明显增加， 有

力地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深入广泛的开展。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 闽西龙岩、 永定、 平和， 赣南

南康潭口、 赣县大埠、 信丰、 于都、 兴国、 寻

乌， 粤东北兴宁、 梅县、 五华、 丰顺、 龙川等爆

发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 工农群众革命意识的

觉醒加速了闽粤赣传统社会的解构， 唤醒了底层

劳苦大众为摆脱残酷压迫的斗争觉悟， 引发了底

层社会广泛而壮烈的革命斗争。
（二） 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苏区文艺

的逐步兴起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数千年

的民本思想， 同时也伴随着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撞击和一大批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的艰难探索和斗争牺牲， 新文化运

动、 “五四” 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左翼文学

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思想新理论的影响， 进一步

促进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传播。 闽粤赣

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创建创办的读书会和革命杂志

热情地动员民众起来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 《汀
雷》 杂志创刊号便提出刊物的宗旨是 “负指导

和宣传的使命” “引着吾汀人一齐站在革命联合

阵线上， 和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 《汀
雷》 第 ２ 期中 《农民求解放应有组织的结合》
一文号召农民 “不要忘记了你们的职业是很重

要的， 人们无你的产物就要饿死” “不要忘记了

你的力量很大” ［３］。 赣南闽西粤东北的党组织逐

步建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建立苏维埃政

权为目标， 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在

闽西赣南粤东北广泛地展开， 各地的工会组织、
农民协会纷纷成立， 培养了大批工农运动骨干，
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民主思想， 进行维护工农

权益、 减租抗税、 反对剥削的革命运动。
中央苏区的革命文艺诞生于土地革命， 又在

斗争中逐步兴起， 新生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工农

红军创办工农剧社、 剧团、 俱乐部和夜校， 以苏

联歌曲、 学堂乐歌、 民间音乐的曲调创编革命歌

曲、 创演话剧、 舞剧等， 创办 《红旗周报》 《青
年实话》 《红色中华》 《红星报》 等报刊， 形成

了中央苏区较为完善的文艺运行机制， 有效的运

行机制促进了普通民众民主思想的觉醒， 同时又

极大地推动了苏区文艺运动的发展。
（三） 苏区文艺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劳苦大众

思想观念的转变

虽然 “五四” 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

传播到了闽西赣南粤东北地区， 但文盲率较高、
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落后的中央苏区的底层民众对

此还是陌生模糊的， 由于经历过封建地主压迫和

军阀混战的影响， 不少民众甚至抵触革命、 害怕

斗争、 躲避红军、 对抗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高效的

文艺运行机制的推动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凝聚了郭沫若、 张闻天、 瞿秋白、 李伯钊、
伍修权、 赵品三、 沙可夫、 胡底等文艺人才， 一

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文艺家们运用新体裁新

形式开启了普罗大众平民艺术的新领地， 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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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方法， 培养文化干部队伍、
成立各级地方俱乐部、 建立工农剧社剧团、 学校

等， 在当时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且风格独特的文

艺运动， 极大地推动了闽粤赣文化艺术的变革，
呈现出文艺扎根于社会现实、 通俗化大众化、 与

革命斗争紧密结合、 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特征， 闽

粤赣边区的劳苦大众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改变命运的道理。
闽粤赣边区遭遇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民间文艺与工农运动的碰撞与结合， 被时代

“激活” 的传统音乐在历史经纬与时代发展的交

合点中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民间音乐的流播从

自我选择、 自主参与转变为制度引导下的规模

化、 专业化的群体传播，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部队

的文艺家们以民间艺术为素材， 依藉革命化的文

艺实现了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和建设

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闽粤赣边区是一个传统意义

上的以农耕为主的宗法制的农业社会， 落后的社

会经济、 腐朽的制度和残酷的压迫使广大劳动人

民灾难深重， 土地革命解决了根本的问题， 生产

活力得以提高，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实际

上构成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革命文

艺工作者、 中国共产党与劳苦民众、 革命文艺与

民间文艺等元素融合共生的历史文化场域， 在这

个牵动着各方关系针锋相对的复杂关联中， 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有效地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艺为武器， 客观上

实现了教育群众、 组织群众的效果， 促进了劳苦

大众对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发自内

心的拥护，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三、 赋予斗争使命的民间音乐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

昌起义开启了武装斗争的新篇章。 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式， 其实质

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占有强大的经济资本、 社会资

本和文化资本， 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拥有的只是

极其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斗争资本。 为了保存和发

展革命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其后湘鄂边

革命根据地、 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逐渐

确立了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的适

合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传播革命真理、 党和军队

的政策方针， 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土地革

命、 发展壮大红军队伍、 宣传根据地军民生产生

活新面貌、 瓦解敌军斗争意志的工作中， 具有无

产阶级斗争特质的红色音乐、 舞蹈、 戏剧、 美术

应运而生， 并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宣传功效。 在这

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 扎根于革命斗争实践

产生的红色音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形成了具有

政治属性和斗争使命的红色音乐文化。
（一） 劳苦大众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红色

音乐

闽西、 赣南和粤东北是客家人聚居区域， 清

末以来文化教育极其落后， 普通百姓的文盲率很

高， 但他们语言相通、 习俗相近， 有着坚韧耐

劳、 崇文重教的传统和深厚的客家文艺传统积

淀， 在艺能方面有共同的旨趣和喜好， 客家采茶

戏、 客家汉剧、 木偶戏、 客家山歌、 山歌戏、 竹

板歌、 花灯舞、 船灯、 鼓吹乐等都是传统闽粤赣

客家人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 尤其是便于在山间

地头传唱的客家山歌流传得最为广泛普及， 是民

间个体或小群体互动的即兴娱乐性的艺术形式，
传统民间歌曲演唱表现出偏向于个体性的行动，
具有对社会体制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但

更多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的宣泄、 排遣与表

达， 无法形成改变社会现状和对阶级对峙的强大

“进攻性” 的武器。
南昌起义后，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方志

敏、 贺龙等领导的工农红军部队转战闽粤赣， 各

地的工农运动和武装暴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展开。
随着革命斗争的广泛开展， 客家艺能中劳苦大众

耳熟能详、 广泛流行的民间歌曲被改编为浅显易

懂、 便于互动、 易于传唱的革命歌曲， 成为劳苦

大众传播革命思想和斗争观念最简便易行的方

式。 闽西永定的阮山以客家音调创作了 《农工

歌》 《救穷歌》 《土豪恶》 《革命道路要认清》
《扩大红军》 等歌曲； 范乐春编唱 《五唱野菜

歌》 等革命歌曲， 歌中唱到 “敢干革命不怕难，
天寒无衣心里暖； 米谷唔够无要紧， 还有野菜度

三餐” ； 被誉为 “红色小歌仙” 的少年英雄张

锦辉编创 《莫念家》 《当兵就要当红军》 动员劳

苦农民参加红军； 华侨女英烈陈康容在 《反动

统治恶天年》 中唱到 “反动统治恶天年， 尽是

７８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第 ２７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落雨没晴天。 土豪劣绅和团匪， 要人要粮又要

钱”； 江西兴国县被陈毅誉为 “山歌大王” 的曾

子贞用山歌来激发群众的斗争意志； 永定的卢春

兰、 永安的汪光窗、 丰顺县的李坚贞等在革命斗

争中以红色山歌为武器，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革命、 鼓舞斗志， 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红色

音乐有效地促进了闽粤赣边区革命斗争形式的

发展。
（二） 斗争实践中为我所用的革命化民间

音乐

闽粤赣边区具有历史悠久的客家传统文化，
客家音乐文化中的客家山歌是最能反映人民大众

思想感情、 生产生活实际的艺能文化， 其特点是

口语化的歌词语言、 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 饱含

客家生活情趣的歌词内容， 是活生生的客家民众

“生命表现” 的外化形式和体验表达， 客家人的

悲辛苦愁、 喜怒哀乐都在客家山歌中得到表达和

呈现， “表达着客家人民内心渴望和抗争的思想

内涵， 当革命的星星之火燃起在闽西大地之时，
客家民歌与革命潮流相遇， 迸发出火花， 显示出

很强的 ‘通情达意’ 效应” ［４］。 正是这种 “通情

达意” 的效果， 客家民歌很快成为红军部队和

苏维埃革命斗争中非常方便的宣传工具， 从而转

化为具有阶级属性、 斗争属性的革命化民间

音乐。
革命领导人重视和善于运用革命歌曲宣传群

众、 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南昌起义后， 毛泽

东、 朱德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实践中， 运

用革命歌曲宣传革命思想， 服务于红军部队和苏

维埃政府的政治需求， 进行政治宣传、 统一思

想、 激励斗志。 １９２７ 年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在

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发现红军战士偷吃农民

的红薯等不守纪律的行为， 于是在荆竹山村前的

雷打石发布 “三大纪律”， 后来发展为 “三大纪

律， 六项注意” 和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在

解放战争中谱写成歌曲成为军歌， 成为革命歌曲

的典范， 由于 “三大纪律” 简单易记、 朗朗上

口， 当时被编为歌曲在部队中广为传唱； 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赶赴江西兴国，
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的革命干部训练班讲授

《十大政纲》， 在课间休息时教唱 《工农革命

歌》； 毛泽东、 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 闽西

和粤东北途中， 每到一地， 必以大字报宣传、 讲

演、 高唱革命歌曲的形式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
１９２９ 年底的古田会议、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江西

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均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游艺晚会， 演唱革命歌曲成

为重要的内容； 瞿秋白、 李伯钊、 沙可夫、 石联

星、 崔音波等辗转进入闽粤赣边区后， 进一步完

善了苏维埃政府文艺政策， 以改编的革命歌曲激

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打倒地主土

豪翻身后的工农群众以客家民间音调编唱 《日
头出来红彤彤》 《鸡心岭上金灿灿》 《十诉妇女

困苦歌》 等歌曲， 呈现出革命领导人积极倡导、
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制定政策强化保障、 劳苦

大众积极响应的局面， 形成了在火热的革命斗争

中民间文艺为我所用、 效果显著的宣传效应。
（三） 具有斗争属性的大众化、 组织化的

红色音乐

１９１８ 年初， 由蔡元培、 沈尹默等倡导的持

续了近 ２０ 年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开启了中国民

俗文化研究的潮流， 更是直接推动了歌谣学的发

展， 促进了雅俗文化的融合， 作为民间通俗文化

的民歌在学界的倡导推动下逐渐走向历史舞台，
迈出了创造性的传承和创新性的发展历程。 近代

的新军以军歌鼓舞士气、 整肃军纪； 大革命时期

的北伐军战斗序列如叶挺独立团利用军歌凝聚人

心、 宣传革命、 社会动员； 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

利用音乐动员群众开展工农运动； 左翼文艺运动

中的音乐家强调音乐的阶级性， 借以宣传革命思

想； 毛泽东等领导的红军部队以革命歌谣整顿军

纪、 统一思想、 宣传革命真理、 瓦解敌军斗志；
闽粤赣边区的革命志士以民歌音调改编成革命歌

曲动员群众参加革命； 苏维埃政府以革命歌谣的

大众传播推动革命的进程， 为红色音乐文化的产

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音乐作为文艺具有自身的美学规律和结构特

征， 民间音乐中的歌曲艺术因为具有语言的语义

内涵， 因此不仅具有音乐的审美特征， 还具备指

向性的社会实用功能。 瞿秋白在 《文艺的自由

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一文中指出： “文艺广泛地

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 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 文艺也永远是， 到处是政治的 ‘留声机’。
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 ‘留声机’， 并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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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巧不巧妙。” ［５］作为党的领导者， 瞿秋白的文

艺观自然会倾向于阶级论， 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

代， 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吕骥、 田汉、 聂耳等文艺

家们舞动着音乐的大旗， 积极推崇音乐的阶级

性、 大众化和现实主义， 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

文艺体制中以民间音调为母本改编红色歌曲， 实

质上体现了音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和战时文

艺的社会功能， 是共产党人为我所用的具有显著

斗争属性的大众化、 组织化的红色音乐。
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化的大众传播是

在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境况中的顺势而为。 当

然， 这种顺势而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信手拈来，
而是经过斗争洗礼总结出来的实践行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亮出了中

国共产党的旗帜， 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在中国工农红

军建立之初， 首先面临的是如何 “政治建军”，
而 “政治建军” 是一项具有思想认识高度的艰

巨任务， 如果没有弄明白听谁的指挥、 为谁服

务、 为谁斗争、 为谁牺牲的问题， 就无法统一思

想问题， 也就无法有严明的军队纪律。 在政治建

军过程中， 革命文艺成为了对内统一思想、 整顿

纪律， 对外宣传革命、 夺取群众， 对敌瓦解敌

军、 争取和平的重要宣传手段， 与老百姓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 且易于明白、 便于传唱的革命歌曲

成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意识形态口语化、 歌唱

化、 组织化、 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四、 革命斗争场域下的文化再
生产

　 　 布迪厄关于社会学理论的 ３ 个重要概念即场

域、 惯习和资本中， 认为场域是一个社会空间，
而不是指地理空间。 在中央苏区这一地理域界

下， 形成了斗争话语权激烈争夺的特定的历史社

会场域空间， 在这个特定空间中， 历史的和传统

的、 社会的和民间的、 强大的和弱小的、 正派的

和反动的……种种关系组成一个客观的 “社会

小世界”， 其间充满着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抗， 而

在这个场域之中各阶层 “性情倾向系统” 所形成

的 “惯习” 使得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状况呈现出复

杂的情势， 那就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

本主义和军阀混战多重灾难下的旧中国的局部特

写镜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从本质上

打碎了这种局面， 构建了历史场域下的新局势，
其实质是革命斗争场域下的文化再生产， “场域”
中的传播由原生态传播场转化为讲演态、 舞台态

传播场， 在创演主体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形成了组

织化和大众化的特点， 其变化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央苏区文艺传播形态

场域分类 创演主体
传播特点

传播内容 演唱方式 演唱目的

原生态传播场 劳动人民 传统山歌、即兴对唱 原生态演唱、客家话 爱好、娱乐、交流

讲演态传播场 革命者、劳动人民
传统山歌、革命歌曲

革命山歌、活报剧等

原生态演唱、客家话

普通话、创编音调
宣传、鼓舞

舞台态传播场 文艺宣传骨干、民歌手
革命歌曲、革命山歌

戏剧、活报剧等

原生态演唱、客家话

普通话、创编音调
宣传、鼓舞、文娱

　 　 闽粤赣边区早期的工农暴动、 红军部队的革

命斗争、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在闽粤赣边区的开创性的实践， 也是各

种资本的争夺， 开启了斗争场域下的文化再生

产， 革命文艺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工农红军、 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的

革命斗争是文化再生产的主动力， 工农红军以红

色音乐构建革命话语体系、 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

政策保障文艺机制高效运行、 革命文艺促进了劳

苦民众主体身份意识的转化。
（一） 工农红军以红色音乐构建革命话语

体系

在闽粤赣边区革命斗争的社会场域中， 发动

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打击反动势力， 为无产阶级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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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革命文艺的

运用成为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秋收起义后， 毛泽

东于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底在宁冈将红军部队的三大任

务总结为： 打仗、 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把做群众

工作与打仗、 筹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而做群

众工作就是要做好宣传工作， 文盲率极高的劳动

群众最喜闻乐见、 最容易懂的就是革命歌谣， “革
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 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
［６］ 。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

传鼓动工作》 中强调， 要 “把党的政策口号，
变成咏语山歌” ［７］；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毛泽东起草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用四言歌谣形式宣

传中国共产党宗旨和政策， “地主田地， 农民收

种， 债不要还， 租不要送” “敌方官兵， 准其投

顺， 以前行为， 可以不问” ［８］；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毛泽东在 《古田会议决议》 中明确指出： “红军

宣传工作的任务， 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

众。” 要求 “各政治部负责， 征集并编制表现各

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 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

督促及调查之责。” ［９］２５９ － ２６２工农红军的文艺宣传

不仅起到了统一军队内部思想、 整顿纪律的作

用， 同时因转战各地形成了流动宣传的效果， 扩

大了宣传范围， 以民间流传的音调为基础创造性

改编的革命歌曲， 具有浓烈地方特色和时代气

息， 使革命斗争场域内呈现出文化再生产的客观

效应， 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实

践中由工农兵共同创造的， 以红色音乐为媒介构

建的具有特殊表现形式和特有话语形式的革命话

语体系。
（二） 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政策保障文艺

机制高效运行

随着闽粤赣边区各地苏维埃政府的先后成立，
中央苏区逐步形成，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

埃政府通过制定系列方针政策保障革命文艺运行

机制高效运行， 积极推动了红色音乐革命话语的

塑造与表达。 从 １９２９ 年底古田会议所指出的 “壁
报出得很少” “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画报只出了

几张” “化妆宣传完全没有” “口头宣传， 又少又

糟” ［９］２６０， 经历 １９３１ 年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 到 １９３４ 年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

移前， 中央苏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苏区文艺运

行机制， 革命文艺获得快速发展。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设

立艺术局领导文艺工作， 成立文娱小组， 组建八

一剧社、 工农剧社、 蓝衫剧团， 开办红军学校、
各级俱乐部、 列宁室， 颁布 《俱乐部纲要》 《苏
维埃剧团组织法》， 创办 《红色中华》 《青年实

话》 《斗争》 《红星》 《布尔什维克》 等报刊， 安

排李伯钊、 崔音波、 石联星、 胡底、 赵品三、 沙

可夫等专业人才指导和开展文艺工作， 招收大批

艺术学员、 培训文艺骨干。 毛泽东、 朱德等领导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创建行之有效的文艺运行

机制， 并在斗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巧妙运用革命

歌曲。 毛泽东在兴国潋江书院举办土地革命干部

培训班， 课余时间教学员演唱 《工农革命歌》；
瞿秋白、 聂荣臻、 罗荣桓、 何叔衡、 徐特立等积

极参与各类文艺活动； 瞿秋白创编 《十月革命

歌》 《苏维埃歌》； 李伯钊创编 《工农剧社社歌》；
胡底创作 《抗日反帝歌》； 邓子恢、 张鼎丞善于

将客家民歌改编为革命歌曲； 方志敏创作 《土地

革命歌》 并亲自参演自编的大型话剧 《年关斗

争》； 任弼时、 罗瑞卿、 萧华等经常参演戏剧和演

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 《红色中华》
《青年实话》 《红旗》 等几十种刊物、 《革命歌曲

集》 《革命山歌小调集》 等数百种图书、 各级工

农剧社等文艺团体、 各类学校俱乐部等都进一步

激发了革命群众和劳苦大众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意

志。 苏维埃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 革命领导

者及其组织将个体、 各种社会关系和分散的活动

整合起来， 赋予民歌以新的内容和生命， 一种以

文艺为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建立起来。 在党和苏

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文艺政策运行机制的保障下，
承载塑造与表达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红色音乐

得到迅速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有组织的文艺政

策的影响下， 革命斗争的发展使贫苦工农、 妇女

儿童粉碎了身上的枷锁挺直了腰杆， 闽粤赣边区

传统的文艺形式从自主娱乐的个人情感抒发， 转

化为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 形成了斗争场域下

的文化再生产， 其实质是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

无法满足劳苦大众基本的生存需求， 新的斗争意

识和行动开始涌动，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事物

与新制度开始嵌入闽粤赣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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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革命文艺促进了劳苦民众主体身份

意识的转化

闽粤赣边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文艺， 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中， 由工农兵共

同创作的有着浓烈苏区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独

特革命话语形式。 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和革命

斗争中， 这是劳苦大众第一次自主选择并以主体

身份参与的社会变革斗争。
１． 工农群众是革命文艺的创作者。 土地革

命爆发后， 打土豪、 分田地、 斗地主、 当红军、
争民权、 享民主成了工农群众生活中的重要内

容， 劳苦大众以其底层身份的角色用自己熟悉的

语言 “创作” 表达主体身份转变的革命歌曲，
没有高深的技巧， 把自己想说的、 想唱的、 所思

的、 所想的直抒胸臆地演唱出来， 成为天然的创

作的主体， 如流传于闽西连城的 《劳苦工农见

太阳》 中唱到：
乌云开啊浓雾散啊， 劳苦工农见太哎阳啊；
朱毛红军来新泉啊， 连城人民脱哎苦难啊。
红旗展啊天下亮啊， 连城暴动十三哎乡啊；
枪杆子里出政权啊， 穷人不再受苦哎难啊；
日头一出滴滴圆啊， 夺回土地喜涟哎涟啊，
穷 人 现 在 有 耕 地 啊， 感 谢 恩 人 毛 委 哎

员啊［１０］。
这首歌曲以劳苦大众的口吻， 以赋比兴的手

法起兴， 歌中有历史事件 “十三乡” 暴动、 新

泉整编， 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策口号， 有朱

毛红军、 毛委员， 是歌者对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

的主体感受和总结。 这种类型的革命歌曲数量丰

富， 有歌唱朱毛红军、 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的

《朱德来会毛泽东》 《日头出来红彤彤》 《拥护苏

维埃》 等， 有支持红军鼓励参军的 《当兵就要

当红军》 《剪掉髻子当红军》 《穷人翻身要参军》
等， 有描写穷人翻身当主人的 《工农群众掌政

权》 《穷人翻身乐融融》 《耕田谣》 等。
２． 工农群众是革命文艺的传播者。 中央苏

区的社会斗争场域， 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维护或者

改变场域中力量格局的斗争场所， 其中充满着剑

拔弩张、 明争暗斗和血肉之博， 毛泽东在实践中

敏锐地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夺取群众的紧

迫性， 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４ 月 《红军第四军前委

给中央的信》、 １９２９ 年底 《古田会议决议案》、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等文献中多

次强调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他指出只有充分依靠

群众、 发动群众， 唤起工农群众的主体意识的觉

醒并发挥工农群众的各方面力量， 包括充分运用

革命文艺的宣传鼓动效应， 才能充分挖掘工农群

众最大的斗争潜力和斗争力量。 正是毛泽东等革

命领导人对工农群众力量的重视和发掘， 闽粤赣

边区的工农群众才能够在革命文艺中充分发挥主

体力量的内生性作用， 闽西的阮山、 邓子恢、 张

鼎丞、 范乐春、 张锦辉， 江西兴国的谢佩兰、 曾

子贞、 刘承达， 粤东北的李坚贞等， 在群众革命

文艺运动中既是革命斗争的主体， 也是革命文艺

宣传中的中坚力量， 正如一首民歌中所唱： “红
军打来晴了天， 红色歌谣万万千。 唱起歌子走天

下， 一人唱过万人传。” 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

运用民间文艺作为武器， 不仅成为革命文艺的重

要传播力量， 也在革命文艺的熏染中强化了自身

主体身份意识的认知和转化。

五、 结　 语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至 ３０ 年代中期， 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央苏区红色音

乐文化是具有政治属性和阶级斗争内涵的革命音

乐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和中国新文

化运动的光辉照耀下， 时代文艺思潮与民间文

艺、 外来艺术相互碰撞、 彼此交融， 在宏观历史

经纬和时代交合点中， 国家 －历史 －传统 －文化

框架下构成一个继承传统艺术的革命音乐传播

“场域”， 生生不息的民间音乐在革命斗争的历

史语境中投射于现实关照， 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功

能和战时功用。
中央苏区的文艺政策、 文艺团体、 艺术家、

民间歌者、 宣传工作者和劳苦大众等各种社会关

系共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 “场域”， 毛泽

东、 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宣传队、 苏维埃政

府制定的文艺政策、 革命领导人积极参与的文艺

活动、 革命艺术工作者的积极创编、 艺术人才作

用的有效发挥、 民间歌手参与的各种场合的演

唱、 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呼应和传播、 群情激奋

的文艺演出、 在革命歌曲感染下倒戈加入红军队

伍的白军官兵等， 都成为了这个艺术 “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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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要素， 以民间艺术为土壤改编的革命歌曲

发挥着强大的斗争功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有

效地将民间文艺为我所用， 将其融入土地革命的

斗争策略之中， “场域” 中原有的力量格局被打

破， 红军部队、 苏维埃政府和劳苦大众形成 “合
力”， 将民间文艺内生性地演化为革命歌曲， “在
地的” 闽粤赣边区民间自发自娱的歌唱传统转化

为有组织的、 大众化的、 具有政治属性和阶级斗

争属性的革命音乐， 对革命形式的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重构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路径。
闽粤赣边区中央苏区的红色音乐为新生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积蓄着革命的整体性资本，
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革命号角和战斗旗帜， 这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

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家在场” 的历史预演， 亦成为中国革命音乐文化

的历史源头和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学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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